
� � 我国公益捐赠政策经历了
曲折的发展历程 。 1950 年 4 月
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在北京
召开，董必武在大会上作了题为
《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 的报
告，报告明确地阐述了新政府对
于民间慈善事业的态度 ：“中国
人民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把中国
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救济福
利事业不再是统治阶级欺骗与
麻醉人民的装饰品，也不再是少
数热心人士的孤军苦斗，而是政
府和人民同心协力医治战争创
伤并进行和平建设一系列工作
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它就
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内容。 ”报
告无形中否定了民间慈善公益
事业的独立地位，把政府视为整
个社会救助事业的主体，这为政
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包大揽社
会救助事业奠定了基调 。 随着
20 世 纪 50 年 代 后 期 出 现 极
“左”思潮和之后的“文革”，公益
慈善事业走向衰落，并最终停滞
下来。

改革开放后，公益慈善事业
才开始发展起来。我国也开始制
订相关政策来规范和促进公益
事业。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是关
于境外和华侨、港澳台同胞的捐
赠政策 ；90 年代主要是以救灾
济困为主的捐赠政策； 到 21 世
纪，争取更大的税收优惠是其重
要特征。

在这其中，公益事业捐赠政
策变迁的原因主要有：由外部压
力到内部需求、 社会风险增加、
社会贫富差距显著扩大、非营利
组织的发展等。

� � 1998 年抗洪赈灾引发的全社会捐赠加速了 《公益事业捐赠法》
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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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部压力到内部需求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自然灾
害的救济是由政府统包下来，救
灾物资都是由政府负责的，在那
个年代向灾区捐赠等慈善行为
甚至会被认为是“往社会主义脸
上抹黑”，并不光彩，是要遭到批
判的。 在人们的意识中，社会主
义中国无贫可济， 也无苦可救，
自然就不需要公益捐赠。 公益捐
赠政策最初是应对外国政府、非
政府组织以及港澳台同胞、海外
侨胞的捐赠管理， 主要是有关
国外捐赠、 华侨和港澳台同胞
的捐赠政策， 因而大多数是临
时的政策， 主要是应对突发性
的灾害， 其中重大的灾害才会
向国际社会通报， 但这些政策
的制定本身已经推动了我国公
益捐赠政策的发展， 也因此而
了解到国外相关的捐赠政策，
为建立我国捐赠政策体系奠定
了基础。 随着自然灾害的增加，
传统的包干制为主要特征的灾
害救助制度日益不适应救灾发
展的要求，在国家没有足够力量
来应对重要自然灾害时，就有必
要发动国内外社会组织和个人
来共同应对，也需要相关的政策
体系来引导和鼓励个人和社会
组织积极参与捐赠，同时也可以
加强和规范公益捐赠，使公益捐
赠发挥最大的效应。

社会风险

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分化、
充满风险的社会。 斯宾塞认为随
着社会的增长，社会结构愈加复
杂并且分化，社会结构的分化伴
随着功能的分化，有机体和超有
机体中分化的结构和功能通过
相互依赖实现整合，每一个结构
只有依赖其他结构才能维持其
生存。 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出

现使现代化的发展不同于传统
社会的时空结构，即现代化的扩
散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过
程和事件超出了传统自然共同
体“同时同地”的范围。 吉登斯指
出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
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
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
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
的互动情势。而现代社会在“时-
空”结构上的高度伸延，是通过
两种脱域机制来实现的，一是象
征符号系统，二是专家系统。 处
于分离和缺场状态下的人们依
靠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获得信
息，达成共识，形成共同行为，从
而维持相互依赖。 但问题在于，
如果提供信息和解释信息的符
号系统出了问题， 现代社会在
时-空结构上的相互依赖就会受
到极大损害，现代社会就有可能
陷入高度紧张和突发性事件所
带来的混乱的风险之中。 突发性
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都会引
起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个巨大的
社会系统，不可能保证各子系统
完全按照既定的程序正常运转，
而且由于社会依赖程度高，会使
原来的灾难出现放大和加剧，比
如雪灾、非典、汶川地震，而要恢
复到以前的状况，就必须动员整
个社会成员的参与，捐赠就在所
难免。

社会贫富差距显著扩大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导致了
利益分化的加剧。 2005 年 1 月，
盖洛普发布一项调查结果表明，
中国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
收入差距在迅速加大。 盖洛普国
际调查事务部主任博克霍德说，
中国富人和穷人的差距正在急
剧拉大。 同年北京市统计局的一
个报告显示，北京高低户人均可
支配收入差距由 2000 年的 3.1:1

扩大到 2003 年的 4.7:1。目前，对
于中国的基尼系数， 说法各异，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 0.4 左右，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的数据是 0.454， 南开大学的研
究成果认为已经超过 0.5。 但是
考虑到最高收入阶层中存在不
少没有纳入统计的灰色收入，因
此事实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
超过警戒线。 贫富分化的结果就
是两极分化，一极是大量贫困人
口的存在，一极是新富阶层和官
僚权贵，两者之间处于尖锐的利
益冲突之中，随着社会张力的积
蓄，新的对抗就出现了，要弥合
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就要
推动富人去做善事，救助一些社
会弱势群体，同时也要动员社会
力量去关心和帮助社会中的弱
势群体。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营
利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社
会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到 1989 年全国性的社团
增加到 1600 多个，是 1978 年的

16 倍， 地方性社团则增加到 20
万个，是 1978 年的 33 倍。 1988
年国务院颁布了《基金会管理办
法》，1989 年国务院颁布《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条例》《外国商会暂
行管理条例》等法规，加速了非
营利组织的发展。 20 世纪 90 年
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
进，市场中自下而上生出的社会
空间，使得非营利组织得到快速
的发展。 1998 年修订了《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条例》， 同年颁布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
例》。非营利组织发展呈现多元
化的趋势， 截至 2006 年底，中
国共有民间组织 35.4 万多个，
从 2001 年到 2006 年 的 5 年
内， 社会团体年均增长 6.3%。
我国社会团体逐渐发展， 形成
形式多样、 规模宏大的非营利
组织，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建设中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
会力量， 并逐渐构成了我国社
会的“第三部门”。 非营利组织
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
公益捐赠。 公益捐赠越发达，非
营利组织就发展越快。

（据《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